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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意涵 

透過結構模式路徑係數之高低，本研究歸納出改善創新行為的優先順序，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以做為資源投入與改善的參考依據。在個體層級上，企業應首要藉由自信心的提升，改善員工對

創新的自我效能。同時也應思考如何引發員工對創新產生認可，使員工對創新行為產生認同感，以提

升員工對創新的自我協調的部分，進而提升其創新行為。在組織層級上，應著重於促進組織環境的知

識分享，使員工願意知識分享，以提升組織可供利用的知識庫存量，使其他成員能夠從組織得到更多

所需的資源，進而提升創新行為。此外，本研究建議企業應對員工各自的創新行為有效的評估，減少

因為有其他成員的幫忙，而減少對創新行為的努力，導致降低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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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創新相較於過去，已成為組織持久性競爭優勢的來源，並為組織創造較

佳的經營績效。本研究整合社會認知理論、自我協調模式與知識管理觀點，透過線性結構方程模式(SEM)
與層級線性模式(HLM)的統計分析方法，採取跨層級的途徑，除了分別探討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的變數

對個人創新績效的影響外，同時也探討組織層級變數，對個人層級變數間影響關係的可能干擾效果。

本研究結論發現：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自我協調、知識分享及組織記憶皆正向影響創新績效；知識

分享正向影響組織記憶且在自我效能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強化的調節效果，並於結果期望對創

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弱化的調節效果。 

關鍵字：社會認知理論、自我協調模式、知識分享、組織記憶、創新績效 

Abstra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source of organizations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hus, helping them to achieve bette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rapid changing era. Prior 
researches focus on either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lev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antecedent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elf-Concordance Model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applies multi-level approach such as HLM and 
SEM by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from individual-level and organization-level, and the potential 
organization-level variables. We find that self-efficacy, outcome expectation, self-concordance, knowledge 
sharing, and organizational memory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eanwhile, the 
Knowledge shar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well 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come expec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 we find the knowledge 
sharing is not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ord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elf-Concordance Model, Knowledge Shar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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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創新可以是一項新的產品、服務、新的製程技術、新的行銷手法、新的管理系統及結構，或是一

種新的工作方法或創意 (Damanpour, 1991; Grover and Goslar, 1993)。創新將有助於效率、品質或顧客

回應上的改善與提升，因而創造低成本或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Jones and Hill, 2013)。因此，創新能讓組

織超越其他競爭者、建立新的產品/服務組合及維繫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組織創新因此被視為組織

成功的重要基石 (Cingoz and Akdogan, 2011; Jafri, 2010)。另，Kim and Mauborgne (2005)及晚近的許多

研究者，也均強調在面對詭譎多變的商業環境及全球化競爭下，創新對組織在維持其持久性競爭優勢

並避免被淘汰的重要性 (如：Černe et al., 2013; Gumusluoglu and Ilsev, 2009; Hon, 2011; Pick and 
Kleinaltenkamp, 2012; Yoshida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4 )。 

組織的創新績效源自於組織的人力資本，更精確地說，組織成員的創新行為能耐，是團隊、部門

乃至於組織創新的根源 (Yuan and Woodman, 2010; Xerri, 2013; Wang, 2013; Liu et al., 2017)。創新行為

意指個人啟動、發展及執行一項新穎且有價值的創意，並因而獲致較佳產品、程序或解決方法的活動

(Scott and Bruce, 1994; Yuan and Woodman, 2010; Xerri and Brunetto, 2013)。因此，在管理組織創新績效

上，首應了解哪些因素促進了或妨礙了個人的創新行為。由於個人層級的創新乃是一錯綜複雜的過

程，需要不同的資源、認知模式、必要的技能，甚至包括組織層級的因素(Baer, 2010 ; Škerlavaj et al., 
2014; Montag et al., 2012)。因此，並非所有的組織均能有效地管理組織成員的創新行為。此一重要議

題，近年來引發學術界的關注，許多研究者透過探討影響組織成員創新行為的前因因子及創新模式的

建立，對學術界與實務界作出貢獻 (如：Amabile, 1988; Abukhait et al., 2018; Khaki et al., 2017 )。 

在探討個人創造力或創新行為的相關研究上，不同的研究者分別從不同的途徑來萃取其影響因

素，主要包括下列幾種：1.性格：係以特質論為基礎，找出與創新相關的個人特質 (如：Barron and 
Harrington, 1981; Woodman and Schoenfeldt, 1989)；2.認知能力：Guilford (1950)提出「智力結構模式」

理論，認為思考過程的流暢性、彈性、原創性與精緻性、分析能力、現有觀念的重組或重定義、複雜

度等成份概念，均與創造力有關，且是發散性產出的重要條件；3.知識技能：Amabile (1988)將創造力

來源的知識技能，分成「作業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技能」。後者相似於性格因素與認知能力，

然而運用此一技能前，個人首須對該創新相關的業務，具有充分的了解或專業；4.內在動機：強調內

在的自我激勵，係產生創意歷程的重要影響因素(如：Amabile and Gryskiewicz, 1987; Amabile et al., 
1990)；5.一般性行為理論：利用理性行為與計畫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探討態

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與行為的解釋與預測 (Ajzen, 1985; 1991)；6.不同來源間的交互

作用：此途徑認為創新的歷程很難歸結到單一因子的作用上，係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

結果(如：Woodman and Schoenfeldt, 1989, 1990; Woodman et al., 1993)。 

上述前三者途徑主要著重於探討個人創造力的影響因素，並進而對個人創新行為之影響；第 4 與

第 5 途徑雖探討行為的前因因子，但前者僅關注於內、外在的動機因素，而後者之計畫性行為理論，

乃延伸自理性行為模式，係建基於社會心理學，認為行為意圖是一種認知程序，反映出個人對從事某

特定行為的意願與有意識的計畫。雖廣泛被應用在於一般性行為的解釋與預測上，卻較少被使用於學

習行為上。本研究認同上述第 6 途徑之交互作用觀點，此與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具有相同的論點。相較於計畫性行為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認為，除了個人的屬性及認知程序，

會重大影響個人的行為外，更強調環境系絡因素所扮演的重要影響力。由於組織成員的創新努力除了

需要具備某些內在、持續的力量去驅動員工，在面對創新本質上所帶來的挑戰與困難時，仍會堅持目

標，努力去達成創新的任務外 (Tierney and Farmer, 2002)，同時也受到環境系絡所提供的支持條件 (如：

組織的基礎設施)之影響 (Bandura, 1986)。Mumford and Gustason (1988)也提出個人的創新係決定於個

人與環境 (或情境)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因此，必須考慮個人因素與組織環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將

透過第 6 途徑，利用社會認知理論並納入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來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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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有關組織或員工創新行為之晚近研究，可歸納出下列三點結論： 

一、儘管創新行為之研究，已廣泛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透過社會認知理論來進行探討並加以驗

證者，則尚未多見。 

二、採取社會認知理論觀點之研究，大多僅納入”個人因素”或 ”環境因素” 之變數，僅以單一層

級的研究設計來進行對創新行為影響之探討 (如：Farashah, 2015; Tierney and Farmer, 2002; Wang and 
Lin, 2012)。 

三、透過社會認知理論之途徑，同時納入個人與環境因素變數之研究仍屬少數，而採取跨層級的

統計分析方法，來進行資料分析者，更是少數 (如：Liu et al., 2015; Oldham and Cummings, 1996; Quigley 
et al., 2007)。 

綜上，相較於過去有關組織或員工創新的研究，本研究試圖從下列三個層面，作出對研究的拓展

與貢獻： 

一、本研究將建基於社會認知理論與 Amabile (1988)的三元素模式。在個人因素上除了採用

Bandura (1982, 2001)所提出並廣泛被驗證的「自我效能」外，本研究並納入 Amabile (1988)動機因素的

「自我協調」，以建構一更具完整性的架構。 

二、在環境因素上，過去的研究大多納入組織氣候、組織文化或領導風格，本研究認為在知識經

濟時代下，「知識分享」將逐漸對創新行為扮演更重要的影響角色。因此，本研究將納入此一變數，

作為環境因素上的影響變數。 

三、由於本研究同時探討個人與環境層級的變數，分析單位的層級並不一致，若放置在單一層級

模型中進行統計分析，可能嚴重違反自變數獨立之假定，並產生巢套 (nested)的問題及較大的估算誤差。

因此，本研究將利用層級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進行個人與環境的跨層級分析

途徑，除了分別驗證個人與環境因素對創新行為之影響外，並試圖探討兩者的交互效果，以驗證 
Bandura (1977, 1986)的理論模式。此一分析途徑，在過去的研究上，尚未被真正採用過。 

貳、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社會認知理論（SCT） 
社會認知理論係由 Bandura (1977)，結合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與行為主義 (Behaviorism)的概

念而提出，強調個體 (Person, P)、環境 (Environment, E)與行為 (Behavior, B)間持續互動的影響關係，

來解釋個人的行為，如圖 1 所示。在此 PBE 互動模式中，行為是受到外在環境所控制，或是被個人 

 

 

 

 

 

圖 1 社會認知理論的 PBE 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Bandura (197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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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認知所左右，而採取的一種活動。因此社會認知理論強調的是個人、環境與行為間的三者互動

關係。個人處於某種環境中會知覺到該環境所賦予的訊息，並進一步由意圖而決定行為。另，個人的

動機與行為是受到個人的先見 (forethought)所影響，意即個人在決定是否採取某項行為時，會先評估

在該特定環境中個人採取行為的能力及其可能的後果後，再決定是否執行該項行為 (Bandura, 1986)，

而此一三角關係，乃是一互動且為動態的過程，彼此相互影響。 

二、Amabile 的三元素模式 

  Ambile (1988)認為組織的創新，源自於個人的創造力，透過面談三組不同研究對象的質性研究，

並彙整過去的相關研究與理論後，Amabile 提出影響個人層級創造力，及組織層級創新的三元素模式

如圖 2 所示，分別為”資源”、”技術”與”激勵”。其中，”資源”此一元素，在個人層級意指”  

 

 

 

 

 

 

 

圖 2. Amabile 的創造力與創新三元素模式 

資料來源：Amabile (1988) 

任務相關技能”，在組織層級則為”任務領域之資源”； ”技術”此一元素上，Amabile 認為個人層級為”創

造力相關技能”，組織層級為”創新管理技術”；另，在”激勵”此一元素上，Amabile 歸納出個人層級為”

內在任務動機”，而在組織層級為”創新激勵”。三元素重疊的部份，為個人或組織產生最高創造力或創

新績效之區域。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交互作用的觀點，並透過上述之社會認知理論及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分別從

個人與環境因素上，萃取重要的影響變數，建立如圖 3 之研究架構，以下並逐一分別說明變數萃取的

理論依據。 

(一) 個人因素: 

Bandura (1986)認為個人的行為，除了受環境因素影響外，也會受到個人認知歷程的影響，此為存

在於個人內心的態度觀點。Bandura (1982, 2001)認為，在引導個人行為的主要認知要素，可分為兩個

核心部分： 

1.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 

Bandura (1982)將自我效能定義為「在某領域內，對於個人行為能力的信念」，強調的並非僅是個

人所擁有的相關技能之高低，並包括是否能夠運用這些技能來完成任務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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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而 Pintrich (1989)也指出，自我效能是指在成就情境中，個人對於個人技巧的認知，及完成該項

任務在能力上的信心，自我效能高者，會有較高的成功期望與堅持，而自我效能低者，則會導致消極、

焦慮、缺乏努力及較低的成就。在擁有之相關技能上，Amabile (1988)個人層級的三元素模式中，其中

兩個元素即為”任務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技能”。前者係指解決特定問題或執行某些特定工作/任務

時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術性技能、特殊才華及認知能力；後者則意指產生創意性構想所需具備之

技能，諸如對問題採取新觀點的認知方式，及運用探索法以尋求問題的新解決方法等。 

2. 自我協調 (Self-Concordance): 

Bandura (1982)提出”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概念，認為個人會對某特定行為事先推測其有

利或不利結果的期望。從自利主義的觀點，個人將傾向於去從事他認為會獲致較有利結果的行為，而

較不會去進行他認為沒有利益的行為。在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中，也認為”內在的任務動機 ”係
一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瀰補”資源”與”技術”此二元素之不足。因此，任務動

機解釋了”能作”及”將作”兩者間的差異。 

Sheldon and Elliot (1999)提出”自我協調”模式，將此一動機因素作出更深入的詮釋，認為當個人

所追求的目標，是源起於內在的強烈動機，或是自我確認的個人信念時，則該目標與個人的自我是一

致的，在達到設定的目標時，便會產生心滿意足的成就感。由於這些目標是符合個人所重視的價值觀、

信念與興趣，是個人真實的選擇與熱情所在，也與個人的人格面向有關，所以這種具有自我協調的 目
標，將會產生個人更具持續性的努力。反之，如果個人目標的產生是源自於外在的推力、或自己的焦

慮與罪惡感的內射約束，將使個人覺得是在「受制」的外在力量下，產生「必須、不得不」為目標去

付出努力，所以目標達成時，也較無享受感與認同感 (Sheldon and Elliot, 1999; Sheldon et al., 2004)。 

因此，自我協調是指能反應個體在相關任務與目標上，所呈現出的自我真實興趣與價值的程度

(Sheldon and Elliot, 1999)，是一種關於個體追求合宜目標的理論 (Sheldon et al., 2004)。Sheldon and Elliot 
(1998)，將自主性行為及受制性行為，分別視為誘發自「自主性動機」(autonomy motivation)及「受制

性動機」(controlled motivation)，前者包括「內在動機」及「認同動機」；而後者則包括「內射動機」

與「外在動機」。 

此觀點很適合用來瞭解職場員工對於目標選擇、努力的理由，以及動機高低的探究 (Grant, 2006; 
Sheldon et al., 2004)。許多研究(如：Burke and Linley, 2007; Judge et al., 2005; Sheldon and Elliot, 1999; 
Sheldon and Houser-Marko, 2001; Sheldon et al., 2003; Sheldon, 2002, 2005) 也發現個體的自我協調具有

持續性的影響力，而且當個體的自我協調程度越高，其內在動機越強，也越會自發地想要學習與增進

技能，並且具有以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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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較能選擇出適合自己核心價值之目標，心情也較為穩定。 

2. 較能持久、努力且輕易地達成目標。 

3. 更能去達成讓自己快樂的目標。 

4. 當達成目標時，較能產生需求滿足感、勝任感、自治感、身心健康與生活適應。 

(二) 環境因素：  

社會認知理論中的環境因素，係指透過環境變化的推力，而反應於行為意念及動向的轉變。除了

直覺聯想到的有形環境 (如：場地、設備等)之外，也包含了無形的人與人之間互動交流的環境 (如：社

會認同、文化、社會網絡關係等)，強調人際間聯繫的網絡關係。此一社會網絡關係，Mitchell (1969)
將之定義為，由一群人所形成的特定團體間的連結，並藉由該連結所形成之網絡，用以解釋這群人的

社會行為。透過網絡關係，社會成員得以取得相關的社會認同、物質、互助、資訊傳遞與知識分享交

流、及精神上的支持 (Walker et al., 1977)。另，在 Amabile (1988)的組織層級三元素中，也強調組織是

否具備有利於創新所需的資源、創新管理的相關技術，及具有對創新激動的組織氣候，為影響組織創

新最重要的三個元素。過去的研究者在組織層級上，大多採用組織氣候 (如：Bock, et al., 2005; Cabrera 
and Cabrera, 2005; Zarraga and Bonache, 2003)，本研究將從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的觀點，來探討環境因

素中，對個人創新的部門層級重要影響因子。 

知識基礎觀點強調，知識為組織最具重要性與價值的策略性資產 (如：Brown and Duguid, 1998; 
Davenport et al., 1998)。在知識管理的議題中，許多學者認為「知識分享」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Decker 
et al., 2009; Lee and Ahn, 2007)，並被用來當作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成效的指標 (Bock et al., 2005)。另

外，學者們也普遍認為創新係一組織學習的程序，此涉及組織成員間透過知識分享，來獲取知識與相

互學習，進而達成組織的創新 (如：Day, 1994; Dickson, 1992; Imai et al., 1985)。因此，在社會認知理論

的環境因素及 Amabile (1988)的組織層級三元素中，若從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的角度，將涉及知識分

享此一最重要的影響因子，以下簡要加以說明： 

知識分享(knowledge sharing)意指組織成員間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媒介與程序，將其本身

所擁有的外顯與內隱知識，移轉或擴散給其他成員的活動或行為。其主要目的在於幫助他人學習，進

而發展新的行動能力 (Fraser et al., 2000; Senge, 1997; Usoro et al., 2007)。因此，知識分享行為涉及社會

關係網絡之成員間彼此的知識交流與相互學習，透過此種知識分享行為，組織得以不斷累積有價值知

識的組織記憶，並進而建立持久性競爭優勢 (Argote and Ingram, 2000; Ahn and Chang, 2004; Davenport 
et al., 1998)。 

(三) 研究假設 

1. 個人層級的變數 

a. 自我效能與創新行為之關係 

在社會認知理論中，自我效能意指個人對於達成與工作相關的行為上，其容易度或困難度，及對

個人執行該行為之能力信心的認知 (Cho et al., 2009; Stajkovic and Luthans, 1998)。因此，自我效能的認

知，將決定個人思維、情感與動機的模式，並影響個人對行為、活動的選擇 (Bandura, 1982; 1983)，也

影響個人將付出多少努力，以及當面臨困難與嫌惡經驗時的堅持程度 (Bandura, 1982)。自我效能常被

視為是影響行為上最接近的因素之一，其中並扮演重要的角色 (Davis, 1989; Igbaria and Iivari, 1995)。
在創新行為的系絡下，創新的從事與努力付出，需要某些內在與堅持的力量，以驅動員工在面對創新

的困難與挑戰上，能持續不懈 (Amabile, 1983; Bandura, 1997; Tierney and Farmer, 2002)。由於個人對於

自身能力的認知，會影響主導成就與持續性動機的自我調節機制 (Bandura, 1983; Wood and Bandura, 
1989)，因此，自我效能在創新系絡下，能有效地解釋員工在個人專精與能力上的信念與信心，將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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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創新行為的提升，此一影響結果，並進而影響個人行為的調整 (Cho et al., 2009)。具有高自我效能

的個人，將會強化他們在創新過程中的正面行為，因而改善創新績效 (Cho et  al.,  2009)。過去的相

關實證研究，也驗證了創新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的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效果 (如：Starko, 1995;  Wang and 
Lin, 2012)。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1：自我效能將正向影響創新行為。 

b. 自我協調與創新行為之關係 

自我協調模式係由 Sheldon and Elliot (1998)，根據自我決定理論而提出，試圖透過內在動機去解

釋，當沒有外在獎勵的情況下，人們在達成一項任務或執行一項活動時，他是否會盡心盡力去完成

(Hon, 2011)。在許多文獻中均指出，此一內在動機是創新的先決條件 (Amabile et al., 1996; Oldham and 
Cummings, 1996; Wong and Ladkin, 2008; Wong and Pang, 2003)。受到內在激勵的個人，將傾向於更具

有求知慾、認知上的變通、學習導向及更具毅力與堅持，而這些特質均與高創新行為相關聯 (George, 
2007; Oldham and Cummings, 1996; Shalley et al., 2004)。 

自我決定理論認為，創造內在動機的關鍵，乃在於自主權的感受—即自我決定的感知，此意指個

人的作為，是否取決於自己的選擇，或來自於自發性與自我認可的 (Ryan and Deci, 2000)。此一自主權

的感受，部分來自於工作的特性，諸如：對自己的工作，擁有全部或大部份的控制權，或決策上的裁

決權。不過，最主要還是來自於，當個人感受到他所追求的目標與目的，是與他自己深層所秉持的價

值觀與長期的興趣相符合時 (Sheldon and Houser-Marko, 2001)。  

自我協調目標被認為，係來自於自我的選擇，此反映出個人的信仰與個人的真實自我， 因此是

具有內在性的激勵 (Bono and Judge, 2003; Sheldon and Houser-Marko, 2001; Sheldon et al., 2003)。當個人

認同他所追求的工作目標 (認同動機)，或當他對目標具有高度興趣，並享受其中時，則意謂著個人具

有高度的自我協調 (Sheldon and Houser-Marko, 2001; Sheldon et al., 2003)；而當個人認為他追求目標的

達成，僅是為了獲得外在報酬，或避免被懲罰 (外在動機)，或因為社會壓力所強迫，諸如責任感 (內射

動機)，則個人的自我協調是低的 (Hon, 2011)。 

因此，根據自我協調模式，為了自主性的理由而設定的目標，由於與個人的價值觀及興趣相符，

因此，在目標達成上，會投入更大的努力與堅持不懈，並因而正向影響目標的達成。因此，在個人創

新系絡下，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2：自我協調將正向影響創新行為。 

2. 部門層級的變數 

a. 知識分享與創新行為之關係 

惠普公司的執行長 Lew Plat 曾說過“如果惠普能掌握惠普自己所知道的知識，則將會提高三倍的

獲利力”(Caddy et al., 2001)，此說明了知識管理對組織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均認為，知識分享為知識

管理中最重要的議題 (如：Devenport and Prusak, 1998)，並對組織的創新，產生重大影響 (如：Leonard 
and Sensiper, 1998)。創新活動有賴於員工在價值創造程序中，擁有相關的知識、技巧與經驗，係一知

識密集的程序，而知識分享在其中將扮演一重要且有價值的投入 (Chiang and Hung, 2010; Dimitris et al., 
2007; Gächter et al., 2010)。欲獲致較佳的創新，員工往往需要向其他的組織成員，借用他們的內隱知

識 (技巧或經驗)，或搜尋組織內現有的外顯知識 (已制度化的方法或最佳實務)。因此，組織若能促進

成員間的知識分享，將愈有助於成員間的創新活動，並因而在開發新事業機會上，產生較多的新創意

(Lundvall and Nielsen, 2007; Michael and Nawaz, 2008)。 

許多學者均提出，由於技術複雜度的提高，將愈需要知識的分享，以塑造集體與相互學習，方能

有助於現代營運系統的精進與重設計 (Lynn et al., 1999; Dixon, 2000; Cavusgil et al., 2003)。而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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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組織學習活動的一個整合過程，透過搜尋與整合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技術，以提升創新 (Tesch et al., 
2009)。因此，惟有當組織成員願意去進行知識的分享，組織方得以有效的管理其知識，而持續的知識

分享，將對個人、專案團隊、部門或整個組織的創新作出貢獻。許多實證研究驗證了知識分享對創新

行為的正向影響 (如：Hu et al., 2009; Chi and Holsapple, 2005; Liu et al., 2005; Hong, 2011)。因此，本研

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3：知識分享將正向影響創新行為。 

b. 知識分享的調節效果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行為乃是受制於環境系絡因素與個人的內在認知，其中更強調環境與個人因

素間互動關係，對個人決定是否採取某特定行為的重大影響 (Bandura, 1977)。其中，在環境因素上，

特別提出人際間聯繫的網絡關係，此一網絡關係提供了社會成員間，得以相互協助、彼此間進行資訊

與知識的交流分享。另，在 Amabile (1988)的研究中，彙整個人創造力與組織創新的三元素，探討其

在個人創造力與組織創新發展階段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在其提出之組織創新模式中，強調組織層

級三元素對個人層級三元素的重大影響，其交互效果並進而影響個人的創造力。Holtbrügge et al. (2015)
的研究也證實，個人屬性與組織因素均對個人行為產生直接影響。然而，除了此一直接效果外，組織

環境也會以一間接的方式，干擾了個人屬性與行為間的關係，此意指個人屬性可能不會自動地導致某

些行為，除非受到環境系絡因素的驅動。綜上，此一核心概念，顯示具有相似個人屬性的個人，在不

同環境系絡下，將會展現出不同的行為。本研究以”知識分享”此一構念，作為社會認知理論中有關組

織系絡及 Amabile 組織層級三元素的整合變數，並認為知識分享將在個人因素與行為間扮演一重要的

干擾效果。 

根據定義，自我效能係指個人對於執行某特定行為能力上的信念或認知，其中強調的是完成任務

的自信程度，而非個人實際擁有的專精知識與技能 (Bandura, 1986)。而透過知識的分享，個人得以吸

收並整合他人的經驗與知識，使個人知識被擴大，並強化個人在創新活動上的真實能力。因此，本研

究認為知識分享在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的影響關係上扮演一調節的作用。 

另外，根據環境因素將扮演一干擾變數的核心假設下，知識分享也將在自我協調對創新行為的影

響關係中，具有調節的作用。知識分享除了提供有助於進行創新行為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也提供了一

重要的人際互動管道。然而，此或許將強化自我協調中的”受制性動機”，引發基於負面的內射動機 (如：

避免羞恥、內疚、焦慮與外在的刺激或壓力)，而不得不進行創新行為。相似地，社會怠惰 (Social loafing)
的現象使個人對創新行為的成就感(Latane et al.,1979)，可能因組織其他成員所給予的協助，而影響了

自主性的內在動機，進而負面影響了自我協調對創新行為的關係。 

  綜上，本研究提出下列的兩個假設： 

H4：知識分享將在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的關係中，產生正向的調節效果。 

H5：知識分享將在自我協調對創新行為的關係中，產生負向的調節效果。 

參、 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項之量表設計 

本研究各變數之測量工具說明如下，實際題項設計如附錄所示，並以李克特七等尺度加以施測： 

 自我效能：參考自 Tierney and Farmer (2002)，將自我效能定義為「個人對自己產出創新

成果能力的高低，所認知的信心程度」，問卷設計則修正自 Schwarzer (1993)，共設計出 5 
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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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協調：參考自 Sheldon and Elliot (1999)對自我協調的定義及量表，並以「內在動機」、

「認同動機」、「內射動機」與「外在動機」作為測量指標，共設計出 6 個題項。 

 知識分享：參考自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將知識分享定義為「組織成員間，透過各

種媒介與程序，將資訊、知識、技能或問題解決方法進行移轉或擴散的活動」， 問卷設計

則修正自 Bock et al. (2005)，共設計出 4 個題項。 

 創新行為：參考自 Åmo and Kolvereid (2005)，將創新行為定義為「員工在組織內產生有

關新作業程序、新產品、新市場或以上組合之行動」，問卷設計則修正自 Kim and Lee (2013)
共設計出 6 個題項。 

 控制變數：本研究參考 Tierney and Farmer (2002), De Dreu (2006)及 Yoshida et al. (2014)之
論點，認為與創新行為相關之控制變數，主要包括教育程度與工作年資，本研究除了納入

此二變數外，並增加公司規模 (以 ”員工人數” 作為操作性定義)，作為本研究之三個控制

變數。 

二、量表之預試與修正 

本研究透過兩階段修正程序，完成量表之設計：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 

邀請位於內埔工業區之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位主管與其部屬，進行集體的座談會，逐

題檢討其用字遣詞與語意的簡潔與適當性。 

第二階段：問卷預試 

 預試問卷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檢測。 

 預試問卷共有效回收 55 份，其 Cronbach’s α 介於 0.68~0.87，皆接近或大於 0.7，顯示

各題項間具有可被接受的內部一致性，故不刪除任何題項。 

 項目分析選取最高分與最低分各 27%，作為高分組與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檢

定結果各題項均達顯著，表示均具鑑別力，故不刪除任何題項。 

三、研究對象與抽樣架構 

   研究對象為內埔工業區的製造商，並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內埔工業區服務中心網站 (2015)，所提

供之廠商名冊作為抽樣架構。 

四、抽樣方法與樣本大小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5)之廠商基本資料，選取較具規模且知識與技術

快速變革的廠商，進行資料的收集。並根據 Hox (1998)與 Maas and Hox (2005)建議，樣本部門數應≧

100，每個部門員工應≧5。因此，樣本大小以 600 份有效配對問卷(包括員工自評與部門主管他評之

配對)，為回收目標。 

五、受測者與研究單位 

本研究將以「部門」為研究單位，以「人力資源」、「財務」、「研發」、「行銷」與「生產製造」五

個部門為主要發放對象，每個部門預計發放 4~8 份問卷，受測者以部門主管、及其部門內服務年資

至少滿 1 年以上之員工，作為問卷填答對象。 

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所產生之同源誤差，在問卷之施測上，將分成員工自評問卷與部門主管他評

問卷。前者將包括員工對「自我效能」與「自我協調」兩個變數上，測量問卷的自評填答；後者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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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主管針對個別員工的「創新行為」，及對該部門的「知識分享」進行問卷的填答。員工自評與主

管他評之問卷，事後將予以配對合併成為一份問卷，以利後續之資料分析。 

六、問卷之實際發放與回收 

共發放 700 份，扣除無效問卷後，員工自評-部門主管他評配對有效問卷為 562 份。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首先檢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整體上各變數之 Cronbach’s α介於 0.81~0.94，具有良好的

內部一致性。因此，以下詳述 SEM 及 HLM 之分析結果，而本研究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

係數，如表 1 所示。 

一、SEM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分析 

(一) 初始測量模式適配度檢測 

初始模式 CR 值(critical ratio)為 44.59，大於標準值 5，顯示違反多元常態分配之假設 (Bentler, 
2005)。因此採用拔靴法 (bootstrap)。修正後之χ2/df-ratio 為 1.05，且其他指標 GFI、AGFI、NFI、
NNFI、IFI、RFI、CFI 均大於 0.9， 具有良好適配度，其他相關數據，如表 2 所示。 

(二) 組合信度分析 

    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介於 0.861~0.932 之間，滿足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之建議值，均大於

0.7 之標準。 

(三) 收斂效度 

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結果顯示，所有觀察變數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7，且達α< 0.05 之

顯著水準，平均萃取變異量介於 0.607~0.727 之間，此顯示符合收斂效度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四) 區別效度 

本研究針對相關係數大於 0.7 的 7 組潛在變項，進行限定模式與非限定模式之卡方差異檢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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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卡方差異具有顯著性，且非限定模式之卡方值低於限定模式，因此，各潛在變數之測量均具有

區別效度。 

(五) 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本研究首先透過 Harman’s 單因子檢定法，將所有衡量問項進行未轉軸因素分析後，其單一因子之

平方萃取負荷量之變異數為 47.67％，未達 50％； 另外，並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比較法，嘗試建立兩

個競比的模式 (Competing Models)，一個是「原來理論為基礎的模式」，另一個是「抽離綜合因子題項

後的模式」，卡方差異檢定顯示前者優於後者。上列兩法之檢測，均顯示 CMV 影響不顯著，因此，結

構模式不須做任何 CMV 之修正。 

(六) 結構模型分析 

1. 個人層級潛在變數之假設驗證 

個人層級研究假設 (H1~H2)之驗證，分析結果如表 3。自我效能與自我協調對創新行為皆具顯著

正向影響，標準化路徑係數分別為 0.542 及 0.594，R2 值為 0.647。 

2. 部門層級潛在變數之假設驗證 

 部門層級研究假設 (H3)之驗證，分析結果如表 3。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具顯著正向影響，其標

準化路徑係數為 0.477，R2 值為 0.228。 

 

 

 

 

 
二、HLM 層級線性模式分析 

在進行 HLM 分析之前，需先檢視部門層級變項彙總的可行性。因本研究部門層級之變數「知識

分享」與「組織記憶」的部分是由部門主管填答，屬於共塑單位變項，是單位層級的構念，可依所蒐

集到資料直接分析，因此 rwg 及 η2 檢驗指標的計算不為本研究之分析重點。 

本研究之 HLM 分析，將透過下列四個模式進行檢定，分析結果之主要數據，如表 4 所示，以下

逐一加以說明:  

(一) 虛無模式 (Null Model) 

首先檢視跨層級的效果是否存在，分析結果組內變異成份為 0.58，組間變異成份值為 0.28，達

顯著水準(χ2 = 368.53，df = 106，p < 0.001)。組內相關係數 ICC1 為 0.33，表示創新行為有 33% 的
變異存在於不同群體之間，屬於高度關聯 (Cohen, 1988)；另，ICC2 為 0.704 大於 0.7 的標準值 
(Bliese and Halverson, 1998)，顯示滿足依變數存在組內與組間變異的準則 (Hofmann, 1997)。因此，具

有進行跨層級分析的合理性。 

(二) 隨機迴歸模式 (Random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本模式將驗證個人層級自變數對依變數之直接效果，分析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果上，自我效能及

自我協調項目之係數分別為 0.457 及 0.458 均達顯著水準 (P 值均小於 0.001)，此意指個人層級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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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與自我協調對創新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 與 H2 得到支持)，此外，組內變異成份從虛無

模式之 0.58 降低為 0.174，顯示個人層級的兩個自變數對創新行為的解釋變異量 r²為 70.69%。 

隨機效果的變異成份方面，組間變異成份顯著，表示不同群組間確實存在不同截距， 此意謂本

研究中部門層級之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可能具有直接之影響效果。此外，自我效能與自我協調之斜

率變項的變異成份皆達顯著水準 (τ11=0.09，p <0.001；τ22= 0.08，p=0.028)。因此，知識分享對自

我效能、自我協調與創新行為間的關係，可能存在調節效果。 

(三) 截距預測模式(Intercepts as Outcomes Model) 

  此模式在驗證截距項是否可透過部門層級變數加以解釋，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之

影響效果為正向顯著 (0.448, p<0.001)，此意指 H3 獲得支持。其截距項的組間變異由 0.28 降為 0.119，
故部門層級變數對創新行為的解釋變異量 r²為 57.5%。 

(四) 斜率預測模式 (Slope as Outcomes Model) 

  斜率預測模式將檢驗斜率的變異成分，可否由部門層級變數所解釋。分析解果顯示，自我效能與

知識分享之交互作用係數為 0.133 (p=0.008)，自我協調與知識分享之交互作用係數為 -0.134 (p 
=0.011)，均達顯著水準，此意謂 H4 與 H5 均獲得支持。 

 

 

 

 

 

 

 

 
(五) 加入控制變數後之隨機迴歸模式與斜率預測模式 

本研究在分析模式上，納入受測者的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及其公司的規模做為控制變數後，分析

之相關結果數據，如表 5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加入控制變數後，對創新行為整體解釋變異量(R2)，
有些許的提升，在影響的路徑係數上，也與未加入控制變數之模式數據，有小幅的變動。但，就整體

的結論而言，是獲致相同的驗證結論。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一) 個人層級之變數，對創新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與自我協調，均對創新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H1 與 H2 均

成立)。此意指個人對完成任務具有相當自信程度的高自我效能，及具有強烈內在動機的高自我協調，

均將有益於助長個人創新行為的產生。此一驗證結果，與過去相關之研究，獲得具一致性的結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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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er et al., 2010; Hu and Zhao, 2016; Ma et al., 2013)。在個人層級變數上，本研究除了納入社會認知

理論的自我效能外，也整合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中有關動機元素的自我協調，在驗證結論上，

相較於過去的研究，也因此提高了對創新行為的解釋變異量。 
(二) 部門層級之變數，對創新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納入組織部門層級的知識分享，研究結果顯示，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產生正向影響關係

(H3 成立)。此意指透過知識分享，將有助於組織成員間的相互交流與學習，進而促進創新的行為。在

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上，也大多支持此一假設 (如：Akgün et al., 2012; Cross and Baird, 2000; Lee and 
Ooi, 2015; Liu et al., 2015; Quigley et al., 2007; Yu et al., 2013)。在社會認知理論的「組織因素」上，相

較於過去的研究，大多納入組織氣候 (如：Cerne et al., 2013; Yu et al., 2013 等) 或領導風格 (如：Yoshida 
et al., 2014)，作為其主要的研究變數；另，在 Amabile (1988)環境特質的三元素中，強調組織是否提供

相關資訊的資料庫、設計有助於開放式溝通的機制及具有創新導向的組織氣候對個人創造力與組織創

新的重要性。本研究考量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管理已成為組織或部門層級最重要的管理議題，因

此納入知識管理中最關鍵的知識分享，作為環境因素的變數。本研究之結論，亦驗證了社會認知理論

的論點，認為個人在採取某項行為時，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及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的論點，

認為個人的創新會受到組織層級元素之影響。 

(三) 知識分享之調節效果 

  本研究利用層級線性模式 (HLM)，進行個人與部門層級的跨層級分析途徑，除了分別探討個人與

部門層級預測變數，對依變數之影響外，同時也探討部門層級變數，對個人層級變數與依變數關係間

的跨層級調節效果。研究結論顯示，在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的影響關係中，知識分享具有正向的調節

效果 (H4 成立)。此意指在較高知識分享的部門中，具有較高自我效能的個人，將採取更積極的創新行

為，及 Amabile (1988)三元素模式的論點，認為個人的創新會受到組織層級元素之影響。 

  在過去的研究中，普遍支持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然而卻尚未被以一干擾

變數的角色，來驗證其對創新行為的調節效果。本研究上述的結論，對過去的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知

識分享對創新行為除了具有正向影響與調節效果外，也可能帶來負向的調節效果。一方面透過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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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助於個人提升其對創意產生的自我效能，進而正向調節了對創新行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可

能因知識分享，而降低了個人的內在自主性動機，而導致社會怠惰的現象，反而較會遵循組織既有的

知識、技能或作法，導致降低對創新的意願與行為。此一結論也相似於 Ziegler et al. (2005)所提的存在

理論 (Entity Theory)，認為個人的目標動機，係源自於績效導向，因此，個人將較偏好於避免可能導致

負面資訊回饋的干擾，而較不會投入時間與精力去進行學習，進而不利於創新性的行為。 

  綜上，在探討行為的相關理論上，計畫性行為理論最廣泛被了解並應用於各類一般性行為的研究

上。反觀，社會認知理論與 Amabile 三元素模式，可能受限於跨層級之統計分析方法，而較少被利用，

或僅採單一層級的研究設計來進行實證。由於 HLM 統計軟體的晚近快速發展與成熟，本研究得以對

社會認知理論與 Amabile 三元素模式的實證研究，作出整合並進行更深入分析的貢獻。 

二、建議 

  建基於研究的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的建議，以供實務界之參考： 

(一) 個體層級 

1. 自我效能的部分 

(1). 藉由創造力培訓課程 (如：創意啟發、腦力激盪、創新潛能激發)、專業領域研習，

提升員工對於工作流程改進或創新的能力。 

(2). 鼓勵員工發表創新想法，並且提供資源(如：專業知識、技術設備、資金與時間等)，
讓員工有發揮創意的空間。 

(3). 創新氛圍的營造，使員工勇於創新，從而建立企業創新文化。 

2. 結果期望的部分 

(1). 塑造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以降低員工因害怕創新，所導致之負面的結

果期望所影響。 

(2). 對員工的創新或創意，透過公平合理的評估機制，進行實際實施之可行性評估。 

(3). 建立公平合理及有系統的獎酬與人資管理制度，將個人及團隊的創新績效，納入薪

酬及獎勵制度之內。 

3. 自我協調的部分 

(1). 透過自我協調量表的檢測，以招聘內心認同創新的新進員工。 

(2). 充分授權，提供員工對工作上產生創新想法的工作自主權。 

(3). 透過持續性的創新培育課程 (如：組織認同、創新思維)， 使員工認為擁有創新思

維，對企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二) 組織層級 

1. 在知識分享能力方面，透過資訊科技，建立知識的交流平台(如：網路知識社群、網

路討論區)，藉以增加溝通途徑。成為有機式組織結構，透過其迅速、創造性高、敏

感度高、有彈性等特性，促進組織成員間之知識分享。 

2. 在知識分享意願方面，藉由信任的組織文化之營造，降低知識交流阻礙，以提升知

識分享意願。將知識分享列入員工的年度工作項目中，並成為績效考核的行為指標

之一。並透過給予獎勵性誘因外 (如：金錢、獎品)，另提供適度的工作保障，降低

成員擔心在知識分享後，可能會喪失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及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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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題項 

 

 

 
  

 

變數  題項設計 
自我效能 1 我具備在完成工作上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2 即使沒有別人的協助，我仍有能力來解決工作上所遭遇的問

題。 
3 我對自己運用創意，想出創新點子的能力很有信心。 
4 以我的能力，我能想出想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5 當遇到問題時，我通常能想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自我協調   
 在工作上我會致力於創新的活動(諸如：具創意的想法、工作改

善方法、新產品的構想、問題解決的新方法等)，是因為： 
—外在動機 1 受到公司方面(例如上司)的要求。 

2 迫於工作情況的需要。 
—內射動機 3 若不尋求不斷改善或突破，會覺得內疚、未善盡職責。 

4 若不尋求不斷改善或突破，會感到焦慮，擔心工作績效不

佳。 
—認同動機 5 不斷創新，對個人與公司都是很重要的。 
—內在動機 6 創新的過程是樂趣的，可以令人享受其中。 

知識分享 1 貴部門內的同事，會提供自己所建立的工作檔案與資料，給

其他需要的同事。 
2 貴部門內的同事，會彼此分享個人的專精知識與工作經驗。 
3 貴部門內的同事，工作上會相互支援，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4 在貴部門內，較資深或較有能力的同事，會不吝於教導較新

進或能力較差的同事。 
創新行為 1 在工作中，該成員會提出創新和創意的想法。 

2 在工作中，該成員常尋求可供使用的新技術、新方法、新工

作流程，或者與產品相關的新點子來完成工作。 
3 在工作中，該成員會適當的規劃，將所提出的創意實際執行

出來。 
4 在討論會的過程，該成員常提出異於他人的想法。 
5 在工作上，我會試著去取得執行創新上所需的資源。 
6 該成員在處理事情時，常會有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不會一昧

遵循過去的作法。 
 


